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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工业4.0浪潮影响下，数字智能技术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在为企业提供资源支持的同时，也要求企业具备更高的

责任和更好的组织治理能力，来应对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本文对数字领导力的概念、维度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汇总

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不足及对未来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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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y 4.0 wav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flourishing. While providing resource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they also demand that enterprises 

possess higher responsibility and better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organiz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dimensions, and related research on digital leadership, and based on this,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and expresses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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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4.0浪潮中，数字化转型正持续推动组织治理能力迈向数字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组织迫切需要能够在数字环境下理解和

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 谢小云等，2021)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层的支持力度，以及组织中数字领

导力的有效发挥（李燕萍与苗力，2020）。相关研究表明，在数字化转型取得成效的组织中，领导者通常具备与数字化工作环境要求相

匹配的能力，并能引导组织成员适应技术变革（Philippart, 2021）。随着技术高速迭代，传统领导力的局限愈发明显，难以跟上数字时

代快速转型的节奏，数字领导力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现有研究认为，数字领导力是管理者借助信息技术整合组织资源、激励员工并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汤伟娜等，2017）。这一概念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已出现，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尽管学界对其定义尚未完全统一，但已明确其与先进技术的

密切联系，且与传统领导力的关键区别在于影响力发挥的情境和媒介。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领导力模式，数字领导力不仅拓宽了传统领

导力的理论范畴，更体现了技术变革背景下领导力研究的新走向。

一、数字领导力的定义

关于数字领导力的概念界定，学界存在多种术语表述。在英

文文献中， 主要采用“E-Leadership”(Avolio et al., 2000) 或

“Digital Leadership”（Elsawy et al., 2016）来表述；中文文献

中则相继翻译表述为“信息化领导力”( 霍国庆等，2008)、“电

子领导力”( 刘追与闫舒迪，2015) 以及“数字领导力”( 门理想，

2020) 等，反映了在不同技术发展时期，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影响领

导力这一现象的阶段性认知。当代领导者需要培育数字化思维，

提升预判能力及组织创新能力，把握技术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

基于这一现实考量，本研究认为 " 数字领导力 " 更符合当前时代发

展，更能准确地体现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领导力转型特征。

数字领导力作为当代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学术界

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仍有争议。Avolio et al.（2000） 首次提出

E-Leadership（即数字领导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以信息

技术为媒介的社会影响过程，具体表现为能显著影响个体与组织

的态度认知、行为模式及绩效表现。在此基础上，Avolio & Kahai

（2003）进一步阐述了数字领导力的作用机制，认为其能通过分配

任务、优化流程和整合信息资源的方式，来提升组织效能。后续

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数字领导力的理论内涵进行拓展。Larjovuori 

et al.（2016）突出数字领导力在愿景规划与战略执行方面的特

质。Zhong（2017）则关注数字技术资源对管理模式创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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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还有学者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结合教育管

理的实际情况，对数字领导力进行了重新诠释。他们强调，数

字领导力具有变革导向和关系构建两大核心特征（Damayanti & 

Mirfani, 2021）。

在我国学术领域，对数字领导力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

发展。霍国庆等（2008）较早地在理论层面，对数字领导力的特

征进行界定，将其定义为：“信息化背景下，领导者影响追随者

与利益相关者并实现组织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凸显了该概念

相对于传统领导力的时代性内涵。随着研究的深入，刘追与闫舒

迪（2015）强调数字领导力的媒介属性，认为它是“领导者借助

信息技术整合组织资源，激发成员潜能，以实现个人与组织双重

目标的能力”。这一说法突出了信息技术媒介在领导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林光明（2019）则转向研究战略管理维度，提出数字领导

力本质上是“基于包容性决策的赋能型领导模式”。该研究特别强

调，管理者需要动态调整数字化能力结构，以适应快速变革的技

术环境。门理想（2020）主张沿用“E-Leadership”作为数字化

领导的英文术语，并创新性地提出数字领导力的双重属性理论，

认为它是借助数字技术引发个体、团队及组织在态度、情感和绩

效等方面产生多维变革的复合能力系统。温晗秋子（2021）聚焦

数字经济背景，将数字领导力界定为“基于数据科学技术驱动组

织转型与增长的能力”，突出信息技术应用的关键作用。张志鑫

和郑晓明（2023）通过实证研究取得最新进展，开发出系统的测

量工具，并进行了严格的构念效度检验，证实数字领导力是独立

于变革型领导等的新型理论建构。上述研究共同构成了中国学者

对数字领导力理论的本土化探索，既与国际研究对话，吸收前沿

理论，又立足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视角。

二、数字领导力的维度

目前， 数字领导力的结构维度与测量工具研究尚处于探

索阶段， 现有成果相对有限且存在改进空间。Westerman et 

al.（2012）从高管数字化转型视角出发，构建了二元维度数字领

导力模型：一是管理者在数字时代需要的态度、能力和行为，二

是推动组织数字化转型的能力。这一开创性研究为后续维度划分

奠定了理论基础。Zeike et al.（2019）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

态度 - 技能双维度测量工具，通过6个题项（如 " 我认为数字工

具非常有趣 "）评估领导者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倾向、实施数字化战

略的能力，以及对数字化转型过程的清晰认识。然而该方法存在

明显局限：量表开发缺乏严格的程序验证，维度划分过于宽泛，

题项设计较为简单，其信效度指标有待进一步检验。Roman et 

al.（2019）提出了更具系统性的 SEC 理论模型，将数字领导力解

构为六个核心维度：数字化沟通、数字化变革、数字化社交、数

字化技术、数字化团队及数字化信任。这一多维框架为理解数字

领导力的复杂内涵提供了新视角。Promsri（2019）采用文献计量

方法，通过系统分析64种数字领导者素质特征，提炼出六大关键

维度：数字知识储备、愿景规划能力、客户中心导向、组织敏捷

性、创新容错文化和协同合作机制。该研究通过大规模素质特征

聚类，为维度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Claassen et al.（2021）开发

的单维度七题项量表则聚焦于数字素养和组织支持等基础要素（如

" 我所在部门鼓励采用数字化工作方法 "）。但该工具主要依赖员

工主观评价，未能全面捕捉数字领导力的核心特征，存在测量效

度不足的问题。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维度划分上呈现出从简单

二元结构向多元系统框架的发展趋势，但在测量工具开发方面仍

存在标准化程度不足、理论基础薄弱等共性问题，需通过更严谨

的实证研究加以完善。

国内学者在数字领导力维度构建与测量工具开发方面做出了

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李燕萍与苗力（2020）运用扎根理论

方法构建了包括数字化战略思维、数字化组织变革、数字化环境

掌控、数字化人才发展和数字化沟通社交的企业数字领导力五维

结构模型，但未进一步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段柯（2020）通过

实证调研114位企业领导者，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正念变革能力、

环境认知能力、专业业务能力以及互动共鸣能力的四维结构模

型，为理解数字领导力维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马亮（2022）

基于数字中国建设背景，提出了涵盖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数字

政府、数字社会、数字安全和数字生态的六维模型；同时，杜孝

珍与代栋栋（2022）也基于公共部门构建了包含数字认知应用能

力、数字战略引领能力等六个维度的理论框架。这三位学者的研

究拓展了数字领导力的应用场景，但未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其

结论适用性存在一定局限。张志鑫与郑晓明（2023）采用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和对20位高管进行访谈，

以及扎根理论编码，构建了包含数字思维变革能力、数字伦理共

情能力、数字资源建设能力和数字认知践行能力的四维模型。研

究严格遵循量表开发规范，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

析以及多重信效度检验，最终开发出包含18个题项的高信效度量

表。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在数字领导力维度构建与测量工具开发

方面已取得进展，从维度建立到量表开发及应用，体现了理论研

究与实践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

三、数字领导力的相关研究

关于数字领导力的影响效应已在组织、团队及个体三个层面

进行研究验证，具体如下：

在组织层面，Pulley & Sessa(2001) 基于生态视角，提出领导

者运用数字化组织变革能力推进组织转型，实现组织创新能力的

跃迁。Kemp-Hesterman et al.（2014）通过对英国50家科技企

业进行追踪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领导力与企业成长性存在显

著相关性。中国学者谢鹏等（2023）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

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对256名企业高管的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数字

领导力对组织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提升数字平台能力是二者之

间的关键路径。田红娜等（2023）整合高阶梯队理论、组织认同

理论及情感——认知评价理论，系统验证了数字化领导力的四个

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4

个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

在团队层面，刘追与闫舒迪（2015）基于适应性结构理论，

探讨了数字领导力对跨文化团队效能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

字领导力通过优化跨文化沟通，增强团队信任及有效管理冲突，

从而提升团队整体效能。Iriqat et al.（2017）构建了数字领导

力的测量量表，从设想、参与、授权、激励、执行和弹性六个维

度，验证了其对商业银行虚拟团队组织承诺的积极影响。刘追与

张媛媛（2021）通过对电子领导力对团队工作重塑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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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二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团队情感承诺起部分中介作

用，高认知、高适应、高参与特征的团队志愿行为对电子领导力

与工作重塑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在个体层面，Pulley & Sessa（2001）指提出，数字工具的

应用虽可能增强员工的自主性，但也可能因管理不当引发员工的

孤立感。Avolio（2003）指出，数字技术在组织的应用拓宽了领

导与下属的沟通路径，促进权力下放与员工赋能，但同时也可能

因信息透明化削弱传统领导权威。汤伟娜等（2017）通过对363

名员工的调查，发现数字领导力会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

同时，组织支持感在这一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近期，宋浩

（2023）的研究则发现，数字领导力能够通过强化员工的创新自我

效能感，进而对其主动创新行为产生促进作用。

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数字领导力作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领导力模式，已在概念

界定、维度构建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取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的地方，具体如下：

首先，当前数字领导力研究领域存在术语使用不统一现象。

这种术语的不统一体现在学界对概念核心内涵认知的差异，主要

原因是关于数字领导力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数字化情境，对

数字领导力在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组织形态中的适用性验证

不足。

其次，现有测量工具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开发方

法上，

多数量表（如 Zeike et al., 2019的单维度量表）缺乏严格

的开发流程，未遵循从理论构建到项目生成再到实证验证的标准

程序。多数量表采用的研究对象多为国外的，跨文化适应性研究

严重不足。在内容效度方面，现有工具未能充分涵盖数字领导力

的最新发展特征，在新兴技术环境下领导力新特质的测量存在

空白。

最后，前数字领导力研究情境具有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地域

分布上，现有实证证据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组织类型方面，大多数研究聚焦企业组织，

对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等的研究不够充足。现有研究多关注数

字化转型成功案例，对转型失败情境下数字领导力作用的探讨几

乎空白。这种情境单一性严重制约了理论的外部效度。

以上是关于数字领导力的研究局限，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

个角度进行完善：

首先，完善理论，深化方向。明确数字领导力的核心内涵与

边界条件，做到术语标准化。此外，构建理论框架，明确界定数

字领导力与传统领导力的异同。

其次，规范量表，优化维度。规范量表开发流程，严格遵循

量表开发规范，例如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

多重信效度检验的标准化程序。在此基础上优化测量维度，纳入

数字化转型中的新兴要素，填补现有量表的空白，对现有量表进

行本土化修订，确保工具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增强跨文化适

应性。

最后，情境拓展，实证覆盖。将研究拓展至公共部门、非营利

组织等非企业情境，多元化的研究样本可以拓展研究情景。此外，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揭示不同情境下领导力的动态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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